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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高效碳汇能力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有效方法之一，而红树林的固碳效率受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探究了树种及滩地高程条件对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早期的固碳效果的影响，为基于碳汇

功能的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选址、选种提供参考。选取广东省汕头市牛田洋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中 3个种植块为

研究对象，分别为高潮位区桐花树 （HAc，high-intertidal Aegiceras corniculatum）、低潮位区无瓣海桑 （LSa，low-

intertidal Sonneratia apetala）和高潮位区无瓣海桑 （HSa，high-intertidal S. apetala）。在造林 2，3 a后，分别测定及

估算植物生长指标、生物量、碳储量以及表层土壤（0~60 cm）的理化性质指标及碳储量等参数，分析树种与滩地

高程对红树林群落储碳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红树林定植发育过程带来了土壤的酸化、盐化及养分（TOC、TN、

TP）积累，同时碳的外源供给比例随着造林时间增加而增加。造林 3 a后，在相同潮位条件下，相比外来树种无

瓣海桑［植物碳密度（16.00±3.76） t·hm-2；系统碳密度（48.54±2.38 t·hm-2）］，乡土树种桐花树凭借较高的植株密度

获得了更高的单位面积碳储量［植物碳密度（36.16±2.35） t·hm-2；系统碳密度（70.14±3.15） t·hm-2］。而淹水胁迫促

进了无瓣海桑幼苗生物量及碳储量的积累，长时间的潮汐冲刷则降低了土壤有机碳的数量和稳定性。因此，低

潮位无瓣海桑群落的碳密度［植物碳密度（34.59±8.85） t·hm-2；系统碳密度（61.03±2.57） t·hm-2］显著高于高潮位，

但土壤总有机碳含量及颗粒态碳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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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the efficient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bility of the mangrove ecosystem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methods for realizing carbon neutralization in China. However， the efficiency of 

mangrove carbon sequestration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facto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species choice and tidal flat elevation on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angrove ecologi‐

cal restoration program. It provided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ite selection and species choice of man‐

grov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ased on carbon sink function. In this study， three mangrove plantations 

including high-intertidal Aegiceras corniculatum （HAc）， low-intertidal Sonneratia apetala （LSa） and  

high-intertidal S. apetala （HSa） were selected from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gram in Niutianyang， 

Shant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he plant growth， biomass， carbon storage as well as surface 

soils （0-60 cm） physical-chemical features were measured and estimated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s 

after afforestation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pecies choice and tidal flat elevation on mangrove carbon 

stor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lonization of mangroves led to acidification and salinization as 

well as nutrient accumulation in soil ，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exogenous organic carbon supply 

increas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afforestation time. After 3 years of afforestation， the native species plan‐

tation HAc obtained higher carbon storage per unit area ［plant carbon density （36.16±2.35） t·hm-2； 

system carbon density （70.14±3.15） t·hm-2］ by virtue of higher plant density， compared to the exotic 

species plantation HSa ［plant carbon density （16.00±3.76） t·hm-2； system carbon density （48.54±

2.38） t·hm-2］. While inundation stress promoted the accumulation of biomass and carbon stock in S. 

apetala seedlings， prolonged tidal flushing reduced the quantity and stability of soil organic carbon. 

Therefore， the carbon density of LSa plantation ［plant carbon density （34.59±8.85） t·hm-2； system 

carbon density （61.03±2.57） t·hm-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Sa plantation， but the soil 

TOC and POC content were lower in deep tidal flat elevation zone.

Key word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mangrove； species choice； tidal flat elevation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包括限制碳排放和

增加生态系统碳汇（Duarte et al.，2013； Edenhofer 

et al.，2014）。红树林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潮间带、

河口和海岸（Polidoro et al.，2010），具有极高的初

级生产力和较短的碳循环周期（Atwood et al.，

2017），是滨海蓝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单位面积

有机碳含量是其他陆地森林生态系统的 4 倍

（Donato et al.，2011）。截至 2014年，我国红树林碳

储量为（355.25 ± 82.19） Mg∙hm-2，储存在表层 1 m

土壤的碳为植被生物量中的 4.84 倍左右 （Liu et 

al.，2014）。因此，红树林修复被认为是增加碳汇、

抵御自然灾害“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重要内

容（Cohen-Shacham et al.，2019）。自 21 世纪以来，

我国沿海地区红树林修复工程陆续开展，红树林

面 积 稳 步 上 升（Wang et al.，2021； 王 文 卿 等 ，

20216-11）。

红树林的固碳效果受树种组成、气温、降雨、

滩地高程、水土盐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Breithaupt 

et al.，2012； Sanders et al.，2016； Rahman et al.，

2021）。不同树种光合效率的差异使红树植物群落

固碳能力存在较大幅度的变化（Alongi，2012）。我

国现有 26 种天然分布以及 2 种大规模引种的外来

红树植物（王文卿等，2021）6-11，不同树种的生长特

性和碳分配格局差异较大（Zhang et al.，2021）。树

种的选择和搭配将直接影响红树林修复工程的固

碳功能（Wu et al.，2020）。环境因子方面，立地的

土壤容重、水文状况和滩地高程也是影响红树林

碳汇能力的重要因素。其中，滩地高程导致林地

淹没时间的差异可能影响红树林在潮滩上的天然

分布状况及结构（张乔民等，1997），并影响幼苗的

存活率和生长速率（Jiang et al.，2019），滩地高程的

设定决定了红树林生态修复的成功率和碳汇能力

（Lewis，2005）。

在目前我国大规模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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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2020—2025年）》的背景下，探讨树种选

择和滩地高程对红树林种植工程碳汇功能的影响，

可以为红树林生态修复提供科学参考。本研究以

广东韩江三角洲牛田洋区域的红树林生态修复工

程为对象，研究树种和滩地高程因素对修复早期

红树林群落的生长及碳积累功能的影响。研究结

果能够为我国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的树种选取和

选址提供技术支持，提升人工红树林的碳汇生态

功能。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位于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西南部

（116.56° ~ 116.66° E，23.47° ~ 23.34° N），属亚热带

海洋性气候，年降雨量 1 300~1 800 mm，年平均

气温 18~22 ℃。区域内河流水位和流量变化较大，

潮汐为半日混合潮，受季风影响较大，每年的最

高潮位在 9~11 月份，最低潮位在 6~7 月份（陈妙

纯，2007）。

1. 2　样地选取

在汕头市牛田洋大堤沿岸滩涂红树林修复工

程选取样点。该区域红树林于 2019 年 1 月完成种

植，呈带状分布，长 10.7 km，总面积约 24 hm2，

分为 56 个树种组成、高程、水文条件有差别的种

植板块。本研究根据树种组成和滩地高程特征选

择编号为 5、28、56的种植板块为研究对象设置样

地（表 1，图 1）。本研究在牛田洋红树林生态修复工

程树苗栽种完成2 a后进行，在户外进行两次采样，

收集植物与土壤样本。每次采样间隔 1 a，分别于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对取样板块进行调查并对

比上述 3个取样点的植物生长、植物碳密度差异、

土壤碳密度及相关指标，研究树种和滩地高程对

生态系统碳密度产生的影响。

1. 3　外业调查与实验室分析

牛田洋红树林群落属于种植后3 a内的养护期，

本研究仅计算植被和土壤碳储量。在每个样地内

设置 3个 10 m×10 m的固定样方，记录每个样方内

苗木的种类、数量、株高和胸径。利用气候条件

相近区域红树林研究获得的异速生长模型方程估

表1　牛田洋红树林取样点基本信息 1）

Table 1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sampling sites in mangrove of Niutianyang

样地序号及编号

5， HAc

28， LSa

56， HSa

所属滩地高程区域

高潮位区

低潮位区

高潮位区

种植树种

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

无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

无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

幼苗规格/cm

H 平均=70，D 平均=3. 0

H 平均=150，D 平均=2. 5

H 平均=150，D 平均=2. 5

滩地高程/m

1. 48

1. 05

1. 69

1）  H 平均是指种植幼苗平均高度，D 平均是指种植幼苗平均地径，滩地高程以潮位仪测量数据参考汕头港潮汐表测算所得。

图 1　广东省汕头市牛田洋红树林样地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ribution map of sampling sites in mangrove of Niutianyang, Shantou,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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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红树植物全植株的地上及地下生物量（表 2），并

最终汇总计算得到群落单位面积生物量。将固定

样地中植株抽样收集的叶、枝、干、根样品带回

实验室，经干燥、粉碎、筛选后，使用元素分析

仪 （Vario EL， Elementar， 德国）测定碳含量，代入

植物生物量与植株密度计算植物群落碳密度。

本研究的样地为新造林地，植物根系影响深

度未达到 100 cm，因此以 60 cm 作为最大取样深

度。在每个固定样方内随机选 3个点，按深度依次

取 0~20 、20~40 和 40~60 cm 的土壤，装入自封袋

带回实验室。每袋土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自然

风干后测定各理化性质，另一部分测定土壤容

重（表3）。

1. 4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和图表绘制采用SPSS （v 23.0）、Origin 

（v2018 Pro）和 R （4.2.1）进行。对不满足正态分布

的数据进行对数转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

验 3个取样点之间红树植物幼苗的生长形态、土壤

理化性质、植物和土壤碳储量等参数的差异性，

事后多重比较采用 S-N-K 法，显著度统一设定为

P=0.05。对红树植物的形态参数、土壤理化性质、

碳储量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2 结 果

2. 1　土壤理化性质

在牛田洋红树林修复 2，3 a后，各样地土壤盐

度以 HSa 最高，HAc 与 LSa 之间差异不显著（图

2a）。土壤容重以潮位较低的 LSa 最高，HAc 与

HSa 的差异随时间增加而缩小（图 2b）。各采样点

土壤 pH 值之间差异显著，呈 LSa>HAc>HSa 的规

律（图 2c）。总体上，3个造林地的土壤盐度及容重

均随着时间增加而升高，而 pH值则相反，红树林

恢复早期土壤已出现压实、盐化和酸化的特征。

土壤TOC、TN和TP含量方面，在造林2 a后，

HAc 与 HSa 的 TOC 含量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

于 LSa；而 TN 含量和 TP 含量均按 HSa>HAc>LSa

次序排列。造林 3 a 后，3 个参数均表现为 HAc=

HSa>LSa（图 3a~c）。总体上，各样地土壤 CNP 含

量均随着造林时间的增加而上升。HAc及LSa的土

壤 C/N 在造林 2， 3 a 后均显著高于 HSa。随着造

林时间推移，各样地的土壤 C/N 降低，且 HAc 与

LSa 之间出现了差异（图 3d）。土壤 ROOC 和 POC

含量可以评估土壤碳的质量和稳定性。3个样地的

表3　牛田洋红树林土壤测试参数及其方法

Table 3　The soil test parameters and methods in mangrove of Niutianyang

参数

盐度

pH值

容重

总有机碳（TOC）

总氮（TN）

总磷（TP）

易氧化有机碳（ROOC）

颗粒态有机碳（POC）

土壤碳储量

分析方法

电导法

电位法

环刀法

重铬酸钾氧化-外加热法

凯氏法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高锰酸钾氧化法

六偏磷酸钠分离法

以土壤容重、总有机碳含量、按深度计算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6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1999a

江胜国，2019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1999b

国家林业局，2016a

国家林业局，2016b

胡慧蓉等，2010

Fazle Rabbi et al. ，2014

高天伦等，2017

表2　红树植物生物量估算采用的异速生长方程 1）

Table 2　The allometric growth equation for evaluation of biomass of mangrove studied in this research

树种

桐花树（Aegiceras corniculatum）

无瓣海桑（Sonneratia apetala）

地上生物量模型

lg BAG = 1. 496 + 0. 465lg (D2ACH )
BAG = 0. 280 (D2SAH ) 0. 693

地下生物量模型

lg BBG = 0. 967 + 0. 303lg (D2ACH )
BBG = 0. 038 (D2SAH ) 0. 759

参考文献

Tam et al. ，1995

Ren et al. ，2010

1）  BAG：地上生物量（kg）；BBG：地下生物量（kg）；DSA：无瓣海桑胸径（cm）；DAC：桐花树胸径（cm）；H：树高（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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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C 含量仅在造林 2 a 后存在显著差异，其中

HAc与LSa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HSa（图3e）。

而土壤 POC 含量在造林 2 a后的排序为 LSa>HAc>

HSa；造林3 a后则为HAc=HSa>LSa（图3f）。

牛田洋红树林土壤的TOC、TN、TP含量相互

呈显著正相关。土壤盐度与 pH值和 C/N显著负相

关，而与 TN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pH 值则与土壤

TOC、TN、TP含量显著负相关，但与ROOC则为

显著正相关（图 4）。总体上，随时间推移，红树林

定植发育使土壤发生盐分积累、酸化的同时，也

带来了 CNP 的积累，并伴随 ROOC 含量下降，碳

库趋于稳定。

2. 2　植物形态参数及生物量分配格局

3个样地的植株密度以HAc最高，其后依次为

LSa 和 HSa；HSa 及 LSa 的平均株高与平均胸径均

显著高于HAc（表 4）。总体上，种植桐花树的样地

密度更高但植株更低矮和细小；而种植无瓣海桑

样地则更稀疏、高大和粗壮。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不同样地差异显著 (P<0.05)。

图2　牛田洋红树林造林2，3 a后各样地的土壤盐度（a）、容重（b）和pH值（c）

Fig. 2　Soil salinity (a), bulk density (b) and pH value (c) of sampling sites after 2 and 3 years of mangrove afforestation in Niutianyang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不同样地差异显著 (P<0.05)。

图3　牛田洋红树林造林2，3 a后各样地的土壤总有机碳含量（a）、总氮含量（b）、总磷含量（c）、

碳氮比（d）、易氧化态有机碳含量（e）和颗粒态有机碳含量（f）

Fig. 3　Soil TOC content (a), TN content (b), TP content (c), C/N ratio (d), ROOC content (e) and POC content (f) of 

sampling sites after 2 and 3 years of mangrove afforestation in Niutia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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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生物量方面，3个样地的地上生物量仅

在造林 3 a后存在显著差异，HAc和 LSa的地上生

物量约为 HSa 的 2.40 倍和 2.27 倍（图 5a）。而各样

地间地下生物量的排列格局均为 HAc>LSa>HSa

（图 5b）。因此，在造林 3 a后，HSa的总生物量也

显著低于 HAc和 LSa （图 5c）。在分配格局上，种

植无瓣海桑的 LSa 和 HSa 的地上/地下生物量比值

均显著高于种植桐花树的HAc（图5d）。

2. 3　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分配格局

造林 2 a 后，3 个样地间的地上碳密度存在显

著差异，表现为LSa>HSa>HAc；在1 a后，HAc增

长较快达到 LSa 水平，均显著高于 HSa （图 6a）。

相对地，在造林 2 a和 3 a后，3个样地间的地下碳

密度均存在显著差异，HAc最高，LSa其次，HSa

最低（图 6b）。因此，在造林 3 a后，HSa的植株总

碳密度在 3 个样地中最低，显著低于 HAc 和 LSa

（图 6c）。红树林的系统碳密度为植物、土壤两部

分碳密度的总和。造林 2 a 后，3 个样地之间的植

物及系统碳密度差异不显著（图 6c和 6e），但种植

桐花树样地的土壤碳密度显著高于两个种植无瓣

海桑的样地（图 6d）。在造林 3 a后，HAc和 LSa的

系统碳密度显著高于HSa（图 6e），这与 3个样地植

物碳密度的格局一致，但 3个样地的土壤碳密度不

存在显著差异（图 6d）。分析植物与土壤碳密度的

比值发现，HAc 及 LSa 的植物-土壤碳密度比值约

为HSa的两倍。

表 4　牛田洋红树林样地植物群落的林分结构特征 1）（均值±标准误，n=93）

Table 4　Stand structure of sampling sites in mangrove of Niutianyang （mean±SE， n=93）

造林时间/a

2

3

样地

HAc

LSa

HSa

HAc

LSa

HSa

植株密度/（株·hm-2）

4 666. 67

2 933. 33

1 133. 33

3 600

1 900

1 000

株高/m

0. 88±0. 022b

2. 87±0. 349a

2. 48±0. 150a

1. 22±0. 034b

3. 04±0. 212a

3. 38±0. 199a

胸径/cm

0. 23±0. 028c

12. 40±1. 848b

18. 26±2. 116a

0. 50±0. 040b

14. 30±2. 429a

13. 17±2. 048a

1）同一年份同列的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样地间存在显著差异 （P<0. 05）。

*、**和***分别表示在P=0.05、0.01和0.001水平上显著相关；Sal.：土壤盐度；pH：土壤pH值；BD：土壤容重；

TOC：土壤总有机碳含量；TN：土壤总氮含量；TP：土壤总磷含量；C/N：土壤碳氮比；SOCD：土壤有机碳密度；

ROOC：土壤易氧化碳含量；POC为土壤颗粒态碳含量。

图4　牛田洋红树林土壤理化指标的皮尔逊相关性

Fig. 4　Pearson's correlation diagram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in mangrove of Niutianyang (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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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不同样地差异显著 (P<0.05)。

图6　牛田洋红树林造林2，3 a后各样地的植物地上碳密度（a）、地下碳密度（b）、总碳密度（c）、土壤碳密度（d）和系统碳密度（e）

Fig. 6　Mangrove aboveground carbon density (a), belowground carbon density (b), total carbon density (c), soil carbon density (d) 

and system carbon density (e) of sampling sites after 2 and 3 years of mangrove afforestation in Niutianyang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同一时期不同样地差异显著(P<0.05)。

图5　牛田洋红树林造林2， 3 a后各样地的植物（a）地上生物量、（b）地下生物量、（c）总生物量和（d）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

Fig. 5　Aboveground biomass (a), belowground biomass (b), total biomass (c) and aboveground biomass / belowground biomass

 ratio (d) of sampling sites after 2 and 3 years of mangrove afforestation in Niutia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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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结论

红树植物的定居与发育会对土壤性质、水文

特征产生影响（Xiao et al.，2019； 陈玉军等，2022）。

本研究中，红树林修复 2~3 a后土壤即出现明显的

盐渍化、酸化和养分积累现象（乐易迅等，2022）。

在林龄数十年的天然红树林中，伴随土壤 pH值降

低而产生 CNP 等营养元素增加的格局在红树林修

复早期亦有所体现（陈小花等，2022），这表明红树

林对立地条件的改造作用是一个较快的过程。牛

田洋人工红树林土壤的C/N均值为 15.2，说明在修

复早期土壤碳积累以植物内源性供给为主，随着

造林时间的增加，各样地土壤的 C/N 值呈下降趋

势，说明外源沉积的贡献有所增加（王绍强等，

2008； 陶玉华等，2020）。

树种组成也是影响红树林碳汇功能的因素之

一，不同树种由于对土壤条件、水文特征的适应

状况不同，在固碳方面的特征也存在差异（Duke 

et al.，1998； Wu et al.，2020）。因此，不同优势树种

组成的红树林在固定CO2的速率上的差异决定了红

树林的碳汇功能（Atwood et al.，2017）。本研究中的

引进树种无瓣海桑生长迅速，其固碳速率高于如

秋茄树 （Kandelia obovata）等华南地区乡土红树植

物（Zhang et al.，2022）。然而，由于无瓣海桑速生、

高大的特性，其群落密度常因资源竞争和个体自

疏而普遍低于慢生、低矮的乡土红树植物。因此

在人工红树林中，拥有更高植株密度的乡土树种

群落具有更高的单位面积碳储量（He et al.，2020），

这也体现在牛田洋红树林修复工程的早期阶段。

在本研究中，种植桐花树的群落的地上/地下生物

量、碳密度的比值显著小于种植无瓣海桑的群落，

生物量与碳密度分配格局的差异，说明了树种选

择可以影响红树林生态修复碳汇功能的空间分布

状况。此外，不同树种的生长特性差异，会影响

根系及凋落物分解输入的碳累积过程格局（Kris‐

tensen et al.，2008）。无瓣海桑群落土壤的C/N值比

桐花树群落更低，归因于无瓣海桑发达的呼吸根

能够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有氧呼吸作用，提高土壤

碳的矿化速率（高春等，2017）。

红树植物对潮汐周期性淹没的适应，反映在

生长速度和成活率上，这也导致天然红树林出现

植物群落的分带现象（Hogarth，2007）。种植于低潮

滩的11 a生秋茄树人工林，其生长速率、根系生物

量均普遍低于在高潮滩的人工林，地下部碳储量

最 高 下 降 70%（Chen et al.，2022a； Chen et al.，

2022b）。在牛田洋红树林修复工程中，两个种植

无瓣海桑的样地的生长和碳储量也存在差异：在

造林 2~3 a 内，低潮位区样地植株密度减少了

35.2%，而高潮位区仅下降了 11.8%，滩地高程的

提升有助于提高造林的植株存活率。相对地，一

定程度延长淹没时间对红树植物的生长具有促进

效果。如秋茄树在淹没时间小于 4 h⸱d-1时，延长淹

水时间可以增加地下部生物量（陈鹭真等，2005）。

淹水胁迫促进了白骨壤 （Avicennia marina）和桐花

树茎的生长，并提升植株的全株生物量（何斌源

等，2007）。在本研究中，低潮位区的LSa样地地上

及地下生物量比高潮位区 HSa 更高，体现了幼苗

对淹水胁迫在形态和碳储量上的响应。此外，LSa

样地植株的叶生物量也较高，说明植株通过增加

叶面积来克服由于周期性淹没对光合作用造成的

限制（Chen et al.，2013）。同时，光合作用器官的增

加，也有助于无瓣海桑积累更多的碳（Misra et al.，

1984）。

滩地高程也对红树林立地潮汐冲刷的状况产

生影响，高潮位区的土壤因受海水影响频率更低，

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盐渍化、酸化程度

更高。红树林位于向海前缘低潮带的土壤相比高

潮带受潮汐冲刷更频繁，水动力侵蚀作用更为强

烈，土壤表层积累的碳氮磷元素含量更低（Yuan et 

al.，2014）。红树植物产生的新鲜凋落物碎屑为颗

粒态有机碳，主要成分为难以酶解的木质素等

（Cragg et al.，2015），其在红树植物根际不断积累

形成了红树林生态系统独特的碳组分（Robertson et 

al.，2016； Trevathan-Tackett et al.，2017）。本研究

中，高潮位区 HSa 样地受潮汐冲刷的时间较短，

植物的凋落物归还量更高，因此颗粒态碳含量显

著高于低潮位区 LSa样地（江淼华等，2018）。总体

上，在生态修复早期，低潮位的无瓣海桑群落土

壤有机碳在数量和稳定性上均低于高潮位的无瓣

海桑群落。

牛田洋红树林修复工程造林 2~3 a后显著地改

变了潮间带土壤的理化性质。在修复早期阶段土

壤的碳储量无明显差异，但碳的矿化速率有所不

同。树种组成的差异会影响系统碳的密度和空间

分配格局；滩地高程则通过影响碳的植物固定、

归还过程，对系统的碳储量和稳定性进行调控。

当前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的效果评估从单纯的面

积数量指标，逐渐向综合的面积-功能指标过渡，

工程评价周期也延长至 3 a。研究牛田洋红树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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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程 3 a的碳储量状况及主要影响因子，可以为 红树林修复工程验收的效果评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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